
　　社会
２０１５·３
ＣＪＳ
第３５卷

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京、沪、粤三地的分析

马　丹

＊作者：马　丹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Ａｕｔｈｏｒ：ＭＡ　Ｄａ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ｍａｉｌ：ｍａｙｉｄａｎ＠ｓｈｕ．ｅｄｕ．ｃｎ
　　感谢《社会》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建议和帮助。文责自负。

摘　要：本研究以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在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进行的“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和协方差模型探讨了社会网络

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拜年网中朋友的比例、邻里互动频率和

非正式社会参与都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生活满意度与拜年网规模之间则

呈现出“∩”型的相关关系。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大、朋友

比例的上升和非正式社会参与频率的增加都有助于提高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但

邻里互动频率的变化对个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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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和个人健康水平的提升，学者们开始关注居
民对生活的主观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生活满意度（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能够相对稳定地反映人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认知和评价，逐渐得到经济
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重视（Ｄｉｅｎｅｒ，１９８４；Ｄｉｅｎ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
在过去３０年中，西方学术界的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尽管人格和其他心理
因素解释了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差异，但社会环境对其仍有极为重要的影
响（Ｄｉｅｎ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４）。其中，社会网络对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受到社会学的关注，并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社会网
络将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结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我们更全面、更深入
地探讨社会环境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研究视角。
相关研究通常从两种角度探讨社会网络的作用。以伯特（Ｂｕｒｔ，２００１）、林
南（２００５）和格兰诺维特（２００８）为代表的研究强调社会网络在个人目的性
行动中的作用。而以帕特南（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０）为代表的研究则更强调社会
网络为身处其中的个体和群体（通常是社区）所创造的价值。前者注重
社会网络的结构和社会资源的分布特征，后者则强调社会网络的公共
性。无论是哪一种视角，研究者都是从社会网络的结构、社会网络资源
和社会网络参与状况的指标探讨社会网络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虽然
学术界对社会网络和生活满意度的概念和测量尚有一定争议，但都普遍
认为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Ｂｏｗｌｉｎｇ，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Ｈａ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ｄｌｅｒ，２００６；Ｐｉｎｑｕａｒｔ　ａｎｄ　Ｓｒ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０）。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熟人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都深深嵌入在各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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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中（Ｌｉｎ　ａｎｄ　Ｂｉａｎ，１９９１）。因此，对中国人的社会网络与生活满意
度的关系进行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虽然中国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仍
方兴未艾，但现有研究更多是关注社会网络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余慧等，

２００８；赵延东，２００８），专注于社会网络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学术成果并不
多见，比较系统的量化研究则更少。
我们发现，中国的已有研究大多数是基于横截面的调查数据，只能

检验社会网络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关系，对分析模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
量的干扰问题，以及社会网络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Ｍｏｕｗ，２００３），尚缺乏解决办法，因此，运用追踪调查数据来检验社会网
络对生活满意度的因果效应就显得尤为重要。有鉴于此，本研究采用一
项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在北京、上海和广东省进行的追踪调查数据，试图从
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和社会网络参与等方面探讨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

的影响。与截面数据相比，追踪数据有利于减少选择性偏误，可以对社
会网络与生活满意度的因果关系进行更精确地检验。更重要的是，该数
据既包含社会网络结构指标，也包含社会网络参与指标，这既有助于探
讨社会网络影响生活满意度的机制，也有助于理解网络的嵌入性对人们生
活满意度的影响，进而理解社会结构性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社会网络是社会科学描述社会关系特征的一种理论建构，但在其
定义和度量方面，尚未形成一致意见（Ｌｉｎ　ａｎｄ　Ｐｅｅｋ，１９９９）。社会网络
也被看做社会关系（ｓｏｃｉａｌ　ｔｉｅｓ）的网络（Ｅｌｌ，１９８４）。在生活满意度研究
的领域，研究者把社会网络定义为由各种关系连接的实体组成的社会
现象。这些关系包括朋友关系、亲属关系、讨论网、邻里互动和社会参
与等，反映人与人的互动及其相互联系（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Ｌｉｎ，

１９９９）。基于自我中心网络的数据，社会网络的特征可以用网络规模、
社会联系的来源、网络构成异质性、联系频率、社会参与频率、互惠和多
样性（Ｂｅｒｋｍａｎ　ａｎｄ　Ｇｌａｓｓ，２０００；Ｖａｕｘ，１９８８），以及社会联系的类别和
强度来测量（边燕杰、张文宏，２００１）。
研究者通常认为，社会网络对保持较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具有重

要影响。许多研究发现，对社会网络结构及量化的测量对生活满意度
和精神健康有直接的正向作用（Ｆｏｗｌ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Ｐｉｎｑｕａｒｔ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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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ｒ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０）。一个人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能最有效地预测其幸
福感（帕特南，２０１１：３８８）。社会网络可以提供工具性的帮助、情感陪
伴、正面赞扬，以及在负面的生活实践方面提供帮助，从而有利于提高
生活满意度。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关注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中朋
友相对亲戚的比重、邻里互动频率和非正式社会参与四个方面。
大量研究表明，在众多的社会网络特征中，社会网络规模对预测生活

满意度十分重要。网络规模反映了被访者社交的数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受访者社会资源的总量（张文宏等，１９９９）。一个人所拥有的关系
网络的特征是影响其社会资本存量的决定因素。个人的网络关系越多，其
社会资本量就越大；个人的网络规模越大，信息和人情桥梁也就越多，也越
占有社会资本优势（边燕杰，２００４；张文宏，２００７）。社会网络规模可以通过
所连接的社会资源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都表
明，社会网络规模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的效应（Ｌｉｎ　ａｎｄ　Ｐｅｅｋ，１９９９；Ｌｉｔｗｉｎ
ａｎｄ　Ｓｈｉｏｖｉｔｚ－Ｅｚｒａ，２０１１）。海勒和曼斯贝茨（Ｈ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ｎｓｂａｃｈ，１９８４）认
为，社会网络的规模是老年妇女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
巴斯特等（Ｂａｘｔ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与社
会网络的规模显著相关；范德沃特（Ｖａｎｄｅｒｖｏｏｒｔ，１９９９）对社会网络规模与心
理健康的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的数量与抑郁和焦虑有强相关关系。在研究
中，他将社会网络规模定义为受访者孩子、亲戚和朋友的总数量。也有研
究者对过去１２９个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用被访者社交人员的数量或者与
社交伙伴的交往频率测量社会网络规模，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社会网络
规模对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Ｐｉｎｑｕａｒｔ　ａｎｄ　Ｓｒ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０）。一
项对北京和香港两城市的研究表明，被访者的网络规模越大，他们的生活
满意度就越高（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０６）。
但也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总是正

向的。社会网络可能会消耗有限的社会资源和时间，带来额外的负担，
引起消极的情感，减少心理层面的生活满意度（Ｉｎｇｅｒｓｏｌｌ－Ｄａｙｔｏ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正向影响的程度可能会随着社会
网络的扩大而降低。随着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大，人们维系社会网络的
成本会逐渐上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的积
极影响。当社会网络超过一定规模后，过大的网络规模还可能对生活
满意度产生负面效应。也就是说，社会网络规模与生活满意度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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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型关系，即在社会网络规模大于某个临界值后，对生活满意度
会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１：生活满意度水平与社会网络规模之间存在“∩”型关系。
在考察了社会网络规模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关系后，本研究再进

一步检验两者的因果关系，即，对于个体来说，社会网络规模的变化对
生活满意度是否存在显著影响。这里通过考察社会网络指标在两个时
期之间的变化对第二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分析。这样的研究设计
既有利于和以往截面数据研究进行比较，又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内生
性问题，并对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２：个人社会网络规模变化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影响

程度会随初始网络规模的变大而逐渐下降。
除了社会网络规模以外，网络中朋友与亲属的比例也是学者关注

的焦点问题。在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认为，亲属和朋友在
维持心理健康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在给定网络规模的条件
下，社会网络中更高的朋友比例是否能够给人们带来更高的生活满意
度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与更多的朋友互动比与家庭成员
互动能给人们带来更高的生活满意度（Ｐｉｎｑｕａｒｔ　ａｎｄ　Ｓｒ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０；

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０）。朋友比例较高的网络，异质性也更高，密度更低，从而
能够提供更多的交流渠道和潜在的社会角色（Ｃｒ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ｍａｎ，

１９７３；Ｈｉｒｓｃｈ，１９８０）。朋友往往彼此价值观相似，性格相近，经历和生
活方式类似，因此，朋友之间的交流会更加畅通。朋友有助于帮助自己
建立自尊，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同时也会带来愉悦感。另外，在同等网
络规模下，朋友比例越高，通常就意味着更多的结构洞和更丰富的非冗
余信息。另外，人们可以选择维持或者终结友谊，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
系通常是义务性的。联系紧密的亲属往往可以提供实际的帮助和工具
性支持，但亲戚之间如果存在矛盾，往往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
度。在美国的研究发现，有人与配偶、子女和兄弟姐妹关系密切，但与
朋友和组织的联系很少，这些人的生活满意度往往低于广交朋友的人
（Ｆｉｏｒ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Ｌｉｔｗｉｎ　ａｎｄ　Ｓｈｉｏｖｉｔｚ－Ｅｚｒａ，２０１１）。在以色列，与那
些具有包括朋友和邻居在内的多重社会关系的人相比，仅仅具有家庭
关系的人所面临的死亡风险更高（Ｌｉｔｗｉｎ　ａｎｄ　Ｓｈｉｏｖｉｔｚ－Ｅｚｒａ，２００６）。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儒家社会”，强调集体价值观、子女孝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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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的核心地位（Ｘ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因此，与
西方研究者的视角不同，中国研究往往从家庭关系出发，更加关注家庭
关系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在传统社会中，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关系是
个体社会网络的重要构成部分。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家庭关系
在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起的作用与以前相比呈下降态势。自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经历了急剧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崇
尚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也更不愿意去照料老人和小孩（Ｓｗａｄｅｒ　ａｎｄ
Ｙｕａｎ，２０１０）。社会流动的增加和社会异质性的增强越来越把现代人推
到“陌生人社会”的次级人际关系交往上来（风笑天、林南，１９９８）。家庭规
模的下降和移民率的上升可能会改变亲属关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２００８）。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是否也会像西方社会一
样，朋友网络比亲属网络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按照社会网络构成的属性，本研究将其分为由亲属构成的社会网

络和由朋友构成的社会网络，选取社会网络中朋友比例的高低进行分
析。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流动的增强，朋友之间的联
系既富于弹性，又能带来更丰富的资源，从而有利于个人的生活满意度的
提升。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１：社会网络中朋友比例越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就越高。
假设２－２：社会网络中朋友比例的上升会带来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社会网络的特征不仅体现在与目的性行动相关的社会资源的多

寡，也体现在社会网络性质上的差异。社会网络可以分为横向联系的
网络和垂直联系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垂
直网络都难以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而横向的社会网络能为网络参与
者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本（帕特南，２００１）。邻里互动是由地缘相邻而形
成的一种社会网络，属于一种密切的横向互动。个人社会关系的发展
为社区提供了信任、合作和集体行动的基础（Ｎａｈａｐｉｅｔ　ａｎｄ　Ｇｈｏｓｈａｌ，

１９９８）。邻里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网络越密集，社会网络的参与者则越可
能为共同的利益合作，并取得行动的成功。帕特南（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０）认
为，邻里之间的联系是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生
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已有研究证明，通过社区内邻里的互动，当地居
民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源、信息、安全感和社会支持；调动社区层面的集
体行动也可以改善当地的环境和设施，完善社会规范，提升归属感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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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认同。因此，邻里互动可以改善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和提高生活满
意度（Ｈｅｒｒｅｒｏ　ａｎｄ　Ｇｒａｃｉａ，２００７；Ｋａｗａｃｈ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Ｚｉｅｒｓｃｈ，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不仅如此，邻里间的社会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具有“外部
性”，影响旁观者。例如，邻里间高密度的社会网络可以降低犯罪率，对
于没有参与到网络中的人也有正的外部效应（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Ｐｕｔｎａｍ，

２００４）。因此，邻里互动有助于社区形成较高社会资本，使居民可以获
得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４）。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表明了中国传统伦理对邻里关系的重视

程度。邻里互动能在小范围内提供合理的互帮互助，提高邻里间的安全感
和信任感，在生活中互通有无，共同解决生活难题（风笑天、林南，１９９８）。中
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体生存的社区环境对生活满意度的重要作用。在中国
经济转型期间，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单位的解体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强烈冲
击着邻里关系的作用。住房商品化和个性化的社会关系都可能破坏社会
团体和传统社会中原本亲密的联系。但从另一方面看，人们可能更愿意在
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与邻居建立和谐的社区关系，从而获得社会支持、归属
感和社会认同。邻里间的关系更多地取决于个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不是
按照正式的规定（费孝通，２００６）。人们参与邻里互动的频率越高，邻里间横
向网络参与程度越高，人们就越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个人和集体行动的
成功，从而提高个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１：邻里互动越频繁，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就越高。
假设３－２：邻里互动频率的上升会带来人们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社会参与反映的是人们参与正式和非正式社会组织或协会的积极

程度。这些组织包括俱乐部、宗教组织、民间组织、文化或体育非正式
活动、教会活动、游行和集体学习等（Ｈｙｙｐｐ，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有研究表
明，参与非正式的闲暇活动的频率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但活动参与与
自评的健康水平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ＭｃＧｕｉｎｎ　ａｎｄ　Ｍｏｓｈｅｒ－Ａｓｈｌｅｙ，

２００１）。也就是说，非正式的活动参与并不是通过提高个人的健康水平
来提升个人的生活满意度。同样，李和帕克（Ｌｅ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ｋ，２０１０）的研
究也表明，在控制了个体的身体健康状况后，参与体育活动对个人的生
活满意度依然有正向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参加体育活动并不仅仅
通过提高个人健康水平来影响生活满意度。
雷登等（Ｌｅｙｄ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发现，参加民间组织和文化休闲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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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有研究认为，参与不同类型的休闲娱乐活动对
生活满意度具有不同的影响，只有主动参与与他人有交流的休闲活动才会
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ＭｃＧｕｉｎｎ　ａｎｄ　Ｍｏｓｈｅｒ－Ａｓｈｌｅｙ，２００１）。
有研究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探讨非正式社会活动参与与生活满意度

之间的关系。在控制了个人信任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后，非正式的社
会参与所产生的社会信任对个人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Ｂｊｒｎｓｋｏｖ，２００８），非正式社会参与所形成的非正式社会资本与主观幸
福感正相关（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０）。里姆和帕特南（Ｌｉｍ　ａｎｄ　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１０）对宗
教参与的研究也表明，人们从社会网络参与中获得的集体生活体验对个
人幸福感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参与宗教活动可以为个体带来集体归
属感，从而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因此，非正式的社会活动参与对生
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可能不在于活动本身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而在于
活动参与过程中形成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和集体归属感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受到数据收集的限制，鲜有学者从非正式社

会网络参与的角度探讨社会网络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帕特南
（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０）认为，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参与所形成的非正式社会资本
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正相关。其中，诸如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等
以横向联系为主的社会网络参与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一个
共同体中，此类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
（帕特南，２００１），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团结。对欧洲国家的研究也表
明，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参与是社会资本影响性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途径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ｖｏｎ　Ｂｅｒｌｅｐｓｃｈ，２０１３）。在中国，不少研究探讨参与休
闲活动和体育锻炼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但还没有研究在控制总的社会
网络结构性要素和参与休闲活动频率的前提下，对非正式社会参与和个
人福祉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研究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探讨社会活动
参与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认为非正式的社会参与加强了参与者之
间的社会纽带，从而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４－１：非正式社会参与的程度越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就越高。
假设４－２：非正式社会参与程度的上升会带来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由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和中山大学２００８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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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联合进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试调查。该调查始于２００８年５
月，在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以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了２　３７５户
家庭户进行入户调查，完成有效的成人样本（２００８年１８周岁以上的样本）６
０３４个。２００９年５月，该项目组又对前一年的受访对象进行了追踪调查，删
去无法追踪的和包含缺失信息的无效样本后，最终获得了４　６０５个有效的
成人追踪样本。这样，两年的数据共有９　２１０个成人样本。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这里使用的指标测量方法

是在调查中直接询问被调查者对生活的总体满意程度。被调查者可以
从“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五个选项中
选择。其中，１代表“非常不满意”，５代表“非常满意”。数值越大，满意
程度就越高。虽然复合性指标的测量方法可能提供对个体生活满意度
更准确、更丰富的信息，但大量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也证明，用上述
一个简单的问题在规模较大的社会调查中仍然可以比较好地反映人们

的生活满意度水平（Ｄｉｅｎ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Ｌｉｍ　ａｎｄ　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１０）。
最常用的测量网络特征的指标是网络的结构性特征和交往频率

（Ｌｉｎ　ａｎｄ　Ｐｅｅｋ，１９９９），因此，本研究采用四个指标来体现个体社会网络
的结构和交往特征。本研究从社会网络的规模和网络的成分来测量社
会网络的结构特征，即拜年网的规模和拜年网络中的朋友比例。在测
量社会网络时，西方的学者重视社会网络的交流与交换作用，他们通常
从朋友网、讨论网和支持网的角度测量社会网络。而传统中国人的关
系形态主要是先赋性的，或是在先赋性的关系影响下发生，然后通过社
会交往获得的（罗家德、赵延东，２００５）。因此，采用拜年网测量中国社
会核心网络构成，更能体现中国社会网络中“关系”这个概念的内涵
（边燕杰、李煜，２０００；赵延东，２００８）。拜年网的规模是指“春节期间您
家相互拜访的亲戚和朋友的总数”，数值越大，表明拜年网的规模越大。
由于社会网络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的影
响，因此，笔者在模型中引入了拜年网的平方来考查两者之间的非线性
关系。社会网络中的朋友比例是指拜年网的朋友比例，即在上述拜年
网中与朋友互访的数量与总的拜年网互访数量之比。在中国社会，这
个指标也可以看做是社会网络的紧密度和弱关系多少的近似指标

（边燕杰、李煜，２０００；赵延东，２００８）。在同等的网络规模下，朋友的比
例越高，社会网络就越松散，弱关系越多。该值的取值范围在０到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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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取值越接近１，表明拜年网中朋友的比例越高，相应的亲戚的比例
也就越低。拜年网规模为０的情况下，该变量值也设为０。
为了考察人们社会网络参与的情况，本研究使用邻里互动频率和非

正式社会参与频率两个变量来测量。邻里互动频率是指过去一个月内
家庭在居住社区中与邻居进行各类社会交往活动的频率，由四个代表不
同社会交往活动的子指标组合而成，包括“与邻居一起娱乐”、“互送食物
或礼物”、“互相帮助”及“进行其他互动活动”等四个方面。每一个子指
标的取值在０和３之间。其中０代表“没有互动”，１代表“有１次互动”，

２代表“２－３次互动”，３代表“４次以上的互动”。这四个子指标的和就是
“邻里互动”变量的取值，数值越大，代表邻里互动频率越高。
测量社会网络参与的第二个指标是非正式社会网络参与频率。它

是指人们在过去一年中参加各类非正式社会性活动的频率，包括体育锻
炼、打牌和玩游戏、外出就餐和旅游四个子指标。每一个子指标的取值
都在０到４之间。其中，０代表“没有参加过”，１代表“一年有几次”，２代
表“一个月有几次”，３代表“一周有几次”，４代表“几乎每天都参加”。这
四个子指标的和就是“非正式社会网络参与”变量的取值，数值越大，受
访者非正式社会参与的频率就越高。为了说明社会网络参与和生活满
意度之间的关系，本文还控制了与社会网络联系较弱的非社交性活动的
参与水平。这里的非社交性活动是指人们在过去一年中看电视、阅读和
做家务的总频率。与非正式社会参与类似，非社交性活动也体现了人们
在闲暇时间的活动安排，但不同的是，这些活动通常没有涉及人与人直
接的互动，社会网络的参与性较低。与非正式社会参与的测量类似，非
社交性活动参与的每一个子指标的取值也都在０到４之间。其中，０代
表“没有参加过”，１代表“一年有几次”，２代表“一个月有几次”，３代表“一
周有几次”，４代表“几乎每天都参加”。这三个子指标的和就是“非社交性
活动”变量的取值。数值越大，表明受访者非社交性活动的频率越高。
除了以上几个自变量以外，本研究在模型中也控制了人口统计学

变量。这些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就业状
况、个人收入、城乡、地区和健康水平。其中，性别、婚姻状况为虚拟变
量（女性＝０，男性＝１；离异、丧偶或单身＝０，已婚＝１）；年龄是一个连
续变量，同时加入“年龄的平方／１００”来考察其线性及二次线性关系；个
人受教育年限由最终毕业的学校类型乘以相应的年限计算得出；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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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水平是将个人全年收入取对数获得；城乡差别是指受访者居住
地的差异（农村＝０，城市＝１）；地区由两组虚拟变量分别表示，上海市
和广东省分别赋值为１，北京市为参照组，赋值为０；健康水平用自评的
健康水平来衡量（不健康＝１，一般＝３，健康＝５）。表１列出了所有变
量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两次调查中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１：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Ｎ＝９　２１０）
变量名 总体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活满意度 ３．４２４　 １．０２０　 １　 ５
网络规模 １４．９９７　 １５．４６６　 ０　 １５０
朋友比例 ０．２１１　 ０．２２７　 ０　 ０．９６２
邻里互动 ３．０６３　 ２．７７７　 ０　 １３
非正式社会参与 ３．６５５　 ３．０２５　 ０　 １４
非社交性活动 ８．５５１　 ２．５３３　 ０　 １２
健康 ３．６０１　 １．４２０　 １　 ５
个人收入对数 ７．９６２　 ３．５４６　 ０　 １５．４４５
失业者 ０．０５２　 ０．２２１　 ０　 １
无业者 ０．１１４　 ０．３１７　 ０　 １
男性 ０．４８９　 ０．５００　 ０　 １
年龄 ４７．４９４　 １６．２１９　 １７　 ９２
年龄平方／１００　 ２５．１８７　 １５．９１５　 ２．８９　 ８４．６４０
受教育年限 ９．１５９　 ４．３７７　 ０　 ２０
已婚 ０．８０４　 ０．３９７　 ０　 １
城市 ０．５４９　 ０．４９８　 ０　 １
北京市 ０．４０１　 ０．４９０　 ０　 １
上海市 ０．２８１　 ０．４５０　 ０　 １
广东省 ０．３１８　 ０．４６６　 ０　 １

　　本研究的分析策略将从以下几个步骤展开。首先，检验生活满意度
与社会网络指标的简单相关关系，并为后继的分析提供是否存在多重共
线性等问题的初步检验结果。在对数据进行初步的判断之后，再运用多
层线性模型控制个人在不同调查年份上的差异，分析社会网络规模大
小、构成比例和社会网络参与指标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社会科学研
究中，经常涉及分层数据结构，这类数据往往是一个层级的数据嵌套于
另一个层级中。这里所使用的数据是抽取家庭户之后进行的入户调查，

所以各年数据嵌套在个体之中，个体又嵌套于家庭。各个层内的数据难
以满足独立分布和方差齐性的要求，本研究因此使用多层线性模型来估
计各个层面上的变化。首先进行无条件平均模型分析，获得层间系数的估
计，用以判断使用多层线性模型的必要性。无条件平均模型的设定如下：

层１：Ｙｔｉｊ＝α０ｉｊ＋ｅｔｉｊ
层２：α０ｉｊ＝β００ｊ＋γ０ｉ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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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３：β００ｊ＝γ０００＋ｕ００ｊ
综合模型：Ｙｔｉｊ＝γ０００＋ｕ００ｊ＋γ０ｉｊ＋ｅｔｉｊ

Ｙｔｉｊ是ｊ家庭中的个体ｉ在ｔ时间的生活满意度。α０ｉｊ是ｊ家庭中ｉ个体
不同时间平均的生活满意度。β００ｊ是ｊ家庭的个体平均生活满意度。

γ０００是家庭生活满意度均值或总的截距。因此，无条件平均模型将随机
效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源于个体随时间变化的差异；第二层源于
个体的差异；第三层源于家庭的差异。
通过无条件平均模型确认运用多层线性模型的必要性以后，再采

用随机截距的多层线性模型估计各层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模型
设定如下：
层１模型（重复观测模型）：Ｙｔｉｊ＝α０ｉｊ＋α１ｉｊＴｔｉｊ＋α２ｉｊＴ２ｔｉｊ＋αｋｉｊＸｔｉｊ＋ｅｔｉｊ
层２模型（个体间模型）：α０ｉｊ＝β００ｊ＋β０ｋｊＺｉｊ＋γ０ｉｊ
层３模型（家庭间模型）：β００ｊ＝γ０００＋ｕ００ｊ
综合模型：Ｙｔｉｊ＝γ０００＋Λ１ｉｊ（拜年网规模）ｔｉｊ＋α２ｉｊ（拜年网规模的平方／

１００）ｔｉｊ＋Λ３ｉｊ（朋友的比例）ｔｉｊ＋Λ４ｉｊ（邻里互动）ｔｉｊ＋α５ｉｊ（非正式参与）ｔｉｊ＋Λ６ｉｊ（非
社交性活动）ｔｉｊ＋Λ７ｉｊ（健康水平）ｔｉｊ＋α８ｉｊ（收入）ｔｉｊ＋Λ９ｉｊ（失业）ｔｉｊ＋Λ１０ｉｊ（无业）ｔｉｊ
＋α１１ｉｊ（年龄）ｔｉｊ＋Λ１２ｉｊ（年龄平方／１００）ｔｉｊ＋０１ｊ（男性）ｔｉｊ＋０２ｊ（受教育年限）ｉｊ
＋０３ｊ（已婚）ｉｊ＋０４ｊ（城市）ｉｊ０５ｊ（上海）ｉｊ＋０６ｊ（广东）ｉｊ＋ｅｔｉｊ＋γ０ｉｊ＋ｕ００ｊ

其中，ｔ代表时间，ｉ代表个人，ｊ代表家庭。γ表示截距，β表示个体间
自变量的系数，α表示时间层面的系数。ｅｔｉｊ、γ０ｉｊ和ｕ００ｊ分别表示时间层
面、个体间层面和家庭层面的随机误差。在数据处理时，本研究只考虑
了各层的随机截距效应。
通过这种模型，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层对与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程度，以及社会网络不同要素与因变量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使用协方差分析模型对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以考察自

变量的变化是否会带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样本选择
误差。追踪数据的优势在于拥有干预前和干预后的结果变量。这样在比
较干预组和控制组在结果变量上的差异时，可以控制两组间的初始差异。
该模型将２００８年第一次调查的生活满意度作为控制变量，来检测社会网
络的各个变量在第一次的取值和第二次的变化对２００９年的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因此，协方差分析模型可以在控制上一期社会网络、生活满意度以
及其他控制变量以后，考察社会网络的变化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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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分析

在两年的混合数据中，我们首先检验了社会网络与生活满意度的简
单相关关系。由表２可知，生活满意度与社会网络的四个指标都存在简
单正相关关系，这对本文的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的支持。其中，社会网
络规模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参与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较大，均达到０．
１２８，邻里互动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最小，为０．０６７。虽然非正式社
会参与和非社交性活动的相关程度较大，但两者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关
系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非正式社会参与和生活满意度相关
程度较大，而非社交性活动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程度较小。非正式社会参
与把人们与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而非社交性活动通常是独处的行为，
与社会网络的联系极为有限。因此，比较两者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网络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机制。
表２：社会网络、非社交性休闲活动和生活满意度的简单相关关系（Ｎ＝９　２１０）

生活满意度 拜年网规模 朋友比例 邻里互动 非正式社会参与

网络规模 ０．１２８＊
朋友比例 ０．０９５＊ ０．４２７＊
邻里互动 ０．０６７＊ ０．１９１＊ ０．１５３＊
非正式社会参与 ０．１２８＊ ０．０５９＊ ０．１８５＊ ０．０４４＊

非社交性活动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９　 ０．３０２＊

　　注：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

　　为了进一步验证社会网络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与以往的
横截面数据研究结果形成类比分析，我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对２００８
年和２００９年三个地区的数据进行初步研究。首先使用无条件模型估
计各层对总体方差的影响程度（见表３），结果显示，家庭之间的方差占
总体方差０．２７６。这意味着不同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大约有２８％来
自于家庭的因素，即家庭之间变异程度占总变异程度的２８％。方差的
其他变异程度则来自于个体和个体在不同时间的变化。因此，无条件
模型说明，采用多层模型对参数进行估计可以获得更加精确的结果。
以上研究表明，不同层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影响，接下来将个

人和家庭的变量纳入，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对生活满意度进行分析（见表

４）。从模型对整体方差的解释程度看，家庭层面和个体层面的随机变异
程度大大减小。家庭层面的方差从无条件平均模型中的０．２９０下降到

０．１７０；个体层面的方差也从０．０７４下降到０．０５０。通过比较无条件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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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生活满意度的无条件平均模型的分析结果
参数 系数 标准误

截距 ３．４０５　 ０．０１６
方差 占总方差的份额

家庭层 ０．２９０　 ０．２７６
个体层 ０．０７４　 ０．０７
剩余 ０．６８７　 ０．６５４
家庭样本量 １　９３７
个体样本量 ４　６５０
总的样本量 ９　２１０

模型和随机截距模型中随机变量的变异程度，我们可以获得各层自变量
对因变量变异的解释能力。通过计算，我们发现该模型可以解释生活满
意度在家庭层次变异的４１．３８％，还可以解释生活满意度在个体层次变
异的３１．０８％。因此，多层线性模型能较好地表述不同层面的因素对生
活满意度的影响。下面具体分析各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表４：生活满意度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系数 标准误 Ｐ值

拜年网规模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拜年网规模平方／１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朋友的比例 ０．１８５＊＊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１
邻里互动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１
非正式社会参与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非社交性活动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８４１
健康水平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收入对数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失业者（在职者） －０．３０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０
无业者（在职者）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１
男性（女性） －０．１３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
年龄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年龄平方／１００　 ４．１１６＊＊＊ ０．４１６　 ０．０００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１７１
已婚 ０．１１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１
城市（农村）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２　 ０．６５５
上海（北京） －０．４０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０
广东（北京） －０．４４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
截距 ３．４４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随机效应

　家庭层的方差 ０．１７０　 ０．０１３
　个人层的方差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３
　剩余方差 ０．６８０　 ０．０１４
家庭样本量 １　９３７　
个体样本量 ４　６０５　
总的样本量 ９　２１０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９６１．２７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２　２８０．１５８　　　　

　　注：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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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来看社会网络结构特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生活满意
度随拜年网规模的扩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规模为７５户左右
时达到最大值。１当拜年网的规模不大于７５户时，生活满意度随拜年网
规模的扩大而上升。但是拜年网并不是越大越好，拜年网的规模与生
活满意度的关系呈“∩”型曲线关系。因此，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大首先
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然而，随着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维持社会网络
的成本不断增加，社会网络规模与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关系。社会网
络规模与生活满意度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关系，即验证了假设１－１。

１．本研究中，９９．０４％的受访者所拥有的拜年网络规模都小于等于７５（临界值）。

拜年网通常由亲属和联系较为紧密的朋友构成。这些关系既包括了
一种基于血缘的社会网络，也包含了基于地缘、业缘等更为复杂的社会网
络，反映了中国的人情关系的特点。研究表明，在一定的社会网络规模下，
拜年网中朋友的比例越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就越高，验证了假设２－１。相
对于血缘关系而言，朋友间的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邻里互动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参与则测量了个人与不同社会网络的连

接程度。从社会网络参与来看，邻里之间的互动越频繁，个人的生活满意
度就越高，验证了假设３－１。邻里之间具有相互支持、社会化和社会控制的
功能（风笑天、林南，１９９８）。通过邻里互动，人们可以互通有无，便捷地解决
生活中的困难，从而提高生活满意水平。不仅如此，邻里间高密度的社会
网络还可以降低犯罪率，即使对没有参与邻里互动网络中的人也具有正的
外部效应（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４）。个人的非正式社会参与也对生活
满意度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参与打牌、外出就
餐等社会交往性活动频率越高，人们就越可能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证
实了假设４－１。研究也表明，人们参与非社交性活动与生活满意度没有显
著的关系。因此，不同类型的活动参与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是不同的。与
非正式社会网络密切相关的活动参与和生活满意度正向相关，而与社会网
络关系较弱的活动参与和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关系。

本研究还控制了个人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就业状况和地理
分布等因素。个体的健康水平越高，生活满意度就越高。收入水平与生
活满意度存在负向关系。这个结果与一般研究发现的显著正相关的结
果并不吻合（赵延东，２００８；Ｄｉｅｎｅｒ　ａｎｄ　Ｏｉｓｈｉ，２０００；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２００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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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的研究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另外，受教育年限与生活满意度
没有显著的关系；在职人员的生活满意度普遍高于失业和无业人员；生
活满意度对性别的差异也比较明显，男性的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女性；

处于已婚状态的受访者比单身、离异和丧偶的受访的生活满意度高；城
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异并不大。这个结果可能与样本有关。本研究所涵
盖的三个地区是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特别是北京和上海的农村
样本难以体现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别。生活满意度在不同地区间也存
在显著差异，北京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上海市和广东省。

以上模型较好地说明了社会网络和个人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较复杂

的联系，但我们还无法排除性格、个人经历等不可观测的因素对两者关系
的干扰。为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并考察社会网络的变化是否
会带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变，我们运用协方差分析模型来对数据进行拟合。

首先，本研究对社会网络的各个指标和生活满意度在这两年的变
化进行描述性分析。表５报告了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因变量和自变量的
基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生活满意度的均值有所下降，但
方差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社会网络各个指标的均值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
年之间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网络规模在这期间没有明显的变化，

而朋友的比例、邻里互动的频率和非正式社会参与的均值都有所下降，

但方差始终比较稳定。
表５：生活满意度与社会网络各指标的均值与方差的年度变化（Ｎ＝４　６０５）

平均值 方差

２００９

平均值 方差

２００８

　生活满意度 ３．４５６　 １．０１４　 ３．３９２　 １．０２４

　拜年网规模 １４．７４２　 １６．１８１　 １５．２５２　 １４．７１４

　朋友的比例 ０．２１８　 ０．２３２　 ０．２０４　 ０．２２２

　邻里互动 ３．３６７　 ２．８２３　 ２．７５９　 ２．６９６

　非正式社会参与 ３．８８９　 ３．０３９　 ３．４２１　 ２．９９２

　　下面，我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对生活满意度进行协方差分析。模
型将２００８年的生活满意度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不
可观测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该模型中的关键解释变量是社会网
络的各个指标在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之间的变化。因为社会网络的变化
可能会受到初始值的影响，所以２００８年社会网络各指标的初始值也包
括在模型中，以便控制由于初始值的不同而产生的误差。该协方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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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模型也考虑到了不同层次的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为了说明不同层次的变量可能产生的影响，这里先用无条件平均

模型对生活满意度的变异进行分解。我们在方差分析中发现，家庭之
间的生活满意度差异比较明显：家庭之间的方差为０．３６９，个体之间方
差为０．６８７。家庭层次的组间差异占生活满意度变异的３４．９％，个体
之间的差异程度解释了总体差异的６５．１％。

表６：生活满意度无条件平均模型的分析结果
参数 系数 标准误

截距 ３．３７０　 ０．０１９
方差 占总方差的份额

家庭层 ０．３６９　 ０．３４９
剩余 ０．６８７　 ０．６５１
家庭样本量 １　９３７
总的样本量 ４　６５０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６　４４２．２８４　　　
Ｐ值 ０．０００　　　　

　　接下来笔者使用多层线性模型中的随机截距模型对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因素进行协方差分析。模型控制了２００８年的个人生活满意度水
平，以调整生活满意度的初始差异（未在表中列出）。表７结果表明，社
会网络的变化对个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首先来看社会网络构
成特征的作用。拜年网规模的变化和朋友比例的变化对生活满意度都
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拜年网规模和拜年网规模变化的交互项对生活满
意度的提升并没有显著影响。对于２００８年拥有相同水平生活满意度的
受访者而言，２００９年拜年网规模扩大的人报告了更高的生活满意度。随
着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大，社会网络可能包含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源，从而
有利于提高生活满意度。拜年网的规模每扩大１个单位，生活满意度就
相应提升０．００７个单位。为了考查个人社会网络规模的变化对生活满
意度的影响是否受到社会网络规模的影响，本文加入了拜年网规模和拜
年网规模变化的交互项。结果表明，拜年网规模的变化对生活满意度的
作用没有随拜年网初始规模的不同而发生显著改变。这也就是说，拜年
网络规模变化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没有随拜年网规模的变大而呈

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因此，研究验证了拜年网规模变化对生活满意度有
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支持拜年网规模的变化对生
活满意度的作用会随拜年网规模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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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拜年网的亲属和朋友的构成比例来看，对于２００８年拥有相同生
活满意度水平和朋友比例的人而言，在２００９年拥有更高朋友比例的人
拥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因此，拜年网朋友比例的上升可以带来生活
满意度的提高。以上结果验证了假设２－２，即社会网络中朋友比例的
上升对个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在社会网络的参与方面，邻里互动频率的变化对生活满意度的没有

显著的作用。虽然在表４的多层线性模型中，邻里互动的频率与生活满
意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协方差分析中，邻里互动在２００８年和

２００９年间的变化并没有引起２００９年生活满意度发生相应的变化。通过
在模型中逐步加入自变量后发现，当加入了２００８年拜年网规模的存量
与２００９年的规模变化以后，邻里互动频率变化对生活满意度作用的系
数下降，同时失去显著性。表２中各变量间简单相关关系也表明，邻里
互动和拜年网络规模显著相关，且相关系数相对较大。协方差分析结果
没有证明邻里互动的增加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即未验证假设３－２。邻
里互动的变化与拜年网规模的变化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邻里互动
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模型还研究了非正式社会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对于２００８

年拥有相同生活满意度和非正式社会参与水平的受访者而言，２００９年
非正式社会参与频率的上升的受访者报告了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因
此，非正式社会参与频率的增加对个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
正向作用，证明了假设４－２。
为了更深入地探究非正式社会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本

文控制了非社交性闲暇活动的参与情况，用以甄别是闲暇活动本身还
是闲暇活动所涉及的社会网络能带来更高的生活满意度。结果表明，
对于２００８年拥有相同水平的生活满意度和非社交性闲暇活动参与水
平的人而言，２００９年非社交性闲暇活动参与的增加并没有显著增加个
人的生活满意度。非社交性活动参与频率的变化对个人生活满意度的
提升没有显著影响，只有参与社会交往的休闲活动才对生活满意度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正式社会参与通常是人们基于各自的兴趣、爱
好或价值取向的一种自觉的社会网络参与行为，因此，参与非正式社会
网络的人们通常具有相似的价值观或兴趣与爱好。一些研究者认为，
社会网络关系的相似性使网络参与者能够惺惺相惜和互帮互助，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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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主观幸福感（Ｍａｒｓｄｅｎ，１９８８；Ｗｅｌ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ｔｌｅｙ，１９９０）。人们
在闲暇时间参与非正式的社会网络比参与非社交性的活动更能提升自

身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在社会活动参与过程中所涉猎的是社会网络而
不是社会活动本身，可能是生活满意度提升的主要原因。这也验证了
帕特南对社会资本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解释。
总之，对追踪数据的协方差分析结果证实了拜年网规模、朋友比

例、非正式社会参与对个人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但邻里互动频率
变化对个人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７：生活满意度协方差分析结果
系数　 标准差 Ｐ值

拜年网规模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拜年网规模的变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拜年网规模×拜年网规模的变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２７
朋友的比例 ０．２１３＊ ０．１０５　 ０．０４３
朋友的比例的变化 ０．２５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０５
邻里互动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２２１
邻里互动的变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１８６
非正式社会参与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非正式社会参与的变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４
非社交性闲暇活动参与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６５８
非社交性闲暇活动参与的变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７７９
截距 ３．３９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
随机效果

　家庭层的方差 ０．２１０　 ０．０１８
　剩余方差 ０．６２７　 ０．０１７
家庭样本量 １　９３７　　　
总的样本量 ４　６５０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９８４．３１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６　０１１．１４４８　
　　注：１．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２．这里运用了多层线性模型进行估计。模型中控制了健康水平及其变
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就业状况、个人收入、城乡和地区，
以及前一期的生活满意度水平。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省略了这些控制变
量的参数估计结果。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从社会网络的构成和社会网络参与两个方面研究了社会网络

与个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以往的研究通常较关注社会网络规模与社
会资源的关系，从而强调社会网络规模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以
往研究表明，在社会交往方面，无论是邻里之间的交往，还是非正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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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参与，都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的作用。受制于调查数据的可得性，以
往的研究多是用截面数据分析社会网络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较少运
用面板数据对社会网络构成和社会网络参与与生活满意度的因果关系

做进一步探讨。基于此，本研究采用一项基于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在北
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进行的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和协方
差模型，对城乡居民的社会网络与生活满意度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探讨。
拜年网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网络测量手段，通常由联系比

较密切的亲戚和朋友构成。拜年网既体现了强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
也体现了一种人情和利益关系的社会网络连接。以往的研究证明，拜
年网的规模越大，异质性越高，人们就更可能获得好的工作、较高的收
入和丰富的商业机会（边燕杰，２００４；王卫东，２００６）。而社会网络的维
护也是需要成本的，过大的拜年网可能消耗过多的精力和时间，成为一
种心理负担。本文从量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了拜年网规模与生活满意
度的关系，拓展了该测量方法的应用范围。本文用随机截距效用的多
层模型分析了社会网络存量指标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
明，社会网络规模与个人生活满意度呈现“∩”型关系，即个人生活满意
度先随社会网络规模的增大而上升，当拜年网规模达到临界规模以后，
生活满意度将随拜年网规模的增大而降低。随着拜年网的扩大，拜年
网规模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作用。这也证明了
社会网络在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并在一定
程度上验证了社会交往对于幸福感可能存在“边际生产率递减”的现象
（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１１：３９０）。社会网络规模的增大，不仅带来了社会资源的
增长，也带来了维护社会网络成本的上升。
除此以外，拜年网中朋友的比例、邻里互动和非正式社会参与的频

率与个人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中国人社交网络的结构包括不同的
关系圈（费孝通，２００７）。不同圈子的资源各异，社会关系道德准则和行
为策略各有不同，从而对生活满意度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
强调血缘在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的核心地位。随着社会的变迁，亲
戚关系在整个社会网络中的相对作用可能发生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朋
友间的社会网络。本研究表明，在相同的社会网络规模下，朋友比例对
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表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
生活环境的变化，人们需要从更多的朋友那里获取更广泛的异质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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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同时，朋友网络的建立通常依托于相似的价值观和共同经历，因而
朋友之间的联系能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更多的精神和情感的支持。
在社会交往方面，邻里互动反映了人们在居住社区中的社会网络

关系。虽然随机截距模型证明了邻里互动频率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但追踪数据的协方差分析结果并没有证明邻里互动频
率对个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通过简单相关关系和分步加
入自变量后发现，在协方差分析模型中，２００８年社会网络规模和２００９
年规模的变化对邻里互动频率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影响显著。在加入
拜年网络规模变量以后，邻里互动变化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不再显著。
这可能说明，拜年网络规模较大时，邻里互动也相对较多。邻里互动的
频率可能并不直接对个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因此，邻里互动的作
用与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社会参与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交往形式，分为正式的社会参与和非

正式的社会参与。人们在参与各类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可以交流感情，
相互提供帮助和分享快乐，从而获得自身福祉的提升（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０）。
本研究以数据为支撑，证明了非正式社会参与对生活满意度的积极作
用。非正式社会参与包括打牌、聚餐、闲聊、参加书友会等多种形式，体
现了人们闲暇活动的参与状况。
为了甄别是闲暇活动本身还是闲暇活动中社会参与给人们带来了

个人幸福感的提升，本文还引入了非社交性活动参与情况进行分析。
研究表明，非社交性休闲活动参与本身并没有带来个人生活满意度的
提升，而与社会网络相连的非正式社会参与对个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闲暇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交
往，或者说所建立的社会网络才可能是个人生活满意度提升的重要来
源。在辛勤的工作之外，休闲娱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理需要。娱乐中
的集体活动加强了参与者之间的社会纽带，它的作用超出了单纯的生
理休息（费孝通，２００６）。非正式社会网络的组织性和目的性较弱，极具
自发性和灵活性，它将网络参与者卷入了“心灵之旅”（帕特南，２０１１）。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非正式社会参与的作用，但它对生活满意
度提升的具体机制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因此，扩大人们的社会活动空
间，改善人们非正式社会参与条件，提升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将
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

·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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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网络不同维度对生活满意度作用的程度和机制有所差

别，但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正如布迪厄所
言，“社会网络的连接不是自然而然的，甚至也不是社会所赋予的，……
它是一个机构不断努力的结果”（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８６）。因此，对社会网络
与生活满意度关系深入而严谨的研究有利于今后为提升个人福祉提供

良好的政策建议。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所使用

的是间隔期为一年的两波追踪调查数据，社会网络的各个指标在这一
年的间隔期内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变化，因此在协方差分析模型中某
些变化项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也可能是由于变化项变异程度不

够造成的。另外，虽然本研究控制了城乡和地域的变量，但没有对城乡
和不同地域的社会网络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差异性进行更深入的探

讨。在方法上，虽然协方差分析模型可以消减个人层面随时间变化不
可观测的因素的影响，但社会网络作用的异质性依然存在。本文旨在
用有限的资料分析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要获得更稳健的估
计结果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追踪研究和更大样本的数据来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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